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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网络化的时代，企业的研发投入决策受到其他网络成员的影响。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网络成员关系、知识搜索方式和搜索策略影响企业提升研发投入的路径，分析了创新偏好型企业和低创新偏好型企业在提升研发投入上的路径差异，研究发现促进低创新偏好型企业提升研发投入的2条路径和促进创新偏好型企业提升研发投入的3条路径，研究结论为实施网络化管理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完善技术创新的网络联盟管理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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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innovation networking, the decisions of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are influenced by other members in the same network. This paper uses fsQCA method to study the path of network membership, knowledge search and search strategy affecting enterprises to improve R&D investment. We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in improving R&D investment between high-innovation-preference enterprise and low-innovation-preference enterprise. This research founds  two paths to promote low-innovation-preference enterprise to increase R&D investment and the three paths to promote innovation-oriented enterprise to increase R&D investment. The conclusions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mplementing network management to promote enterprise's R&D investment, and also provide a valuable idea for improving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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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嵌入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BGL121）
研发投入是自主创新的源泉，是企业在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然而，研发投入具有高风险、高成本和高复杂性，研发投资决策因而成为企业基于长短期利益综合考虑做出的关键投资决策之一。
现有文献关于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主要关注企业年龄[1]、组织冗余[2]、股权结构[3]等企业特征以及家族涉入程度[4]、企业信息披露[5]、企业融资约束[6]等企业经营管理机制，还有部分学者关注政府补贴[7]、政府科技投入等政策环境因素，这些研究分别考虑单个变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视角主要基于企业特征的微观视角和外部环境的宏观视角，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这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在当今创新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经济行为总是嵌入到与外部组织组建的各种关系当中，企业创新活动受到其他网络成员的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决策也因此受到其他成员的影响。李丹蒙[8]从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建立的供应链关系研究供应商和客户的集中程度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潘秋玥[9]从研发网络关系嵌入视角出发，研究了关系嵌入的深度和广度拓展对资源整合与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这些研究分别探讨网络集中度、网络深度、网络广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但是鲜有研究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各要素的共同作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复杂作用机制。基于相关性的分析难以解释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复杂前因，因此，有必要借助集合论思想深入探讨网络嵌入背景下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复杂作用机制。
本地网络和跨界网络都被证实能够推动企业知识创造和获得创新能力，而研发投入又是企业创新的关键环节，因此，本文研究这两种网络环境下，网络关系特征、网络关系结构和知识搜索行为如何共同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本研究的结论将丰富企业研发投入的研究成果，为实施网络化管理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完善技术创新的网络联盟管理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思路。

1  文献综述

1.1  网络成员关系与研发投入
网络成员关系传递着企业间创新的信息，影响企业获取技术创新所需的资源、技术和知识，从而激发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动机和引导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为。根据程跃[10]的研究，我们将网络成员间关系划分为网络关系特征和网络关系结构两个维度。
1.1.1  网络关系特征与研发投入
关于网络关系特征，学者们主要用网络关系强度、关系持久度、网络关系稳定性等度量网络关系的好坏程度，用网络关系广度、网络密度、网络规模度量网络联系的数量。一些学者从伙伴关系数量视角研究企业对外联结的程度，从网络关系质量视角研究企业与外部成员网络联系的稳定程度[11]。参照以上对网络关系维度的分类方法，本文将网络关系特征划分为网络关系数量和网络关系质量。
本文的网络关系数量是指在网络中存在直接联系的创新伙伴的个数，创新伙伴包括供应商、客户、销售商、同行企业、投资商、咨询公司、金融机构、大学及科研机构等。网络关系数量能够激发企业研发创新[12]:首先，多样化的网络连接能带来区别于企业自身的多样化资源，这为实施创新提供了可能；其次，多样化的网络连接带来多样化的知识背景，企业面临创新风险时能利用这些知识，深入分析优劣势并把握机遇并作出正确的创新决策；最后，企业整合多样化知识促进了知识创造能力，从而激发了企业创新的能力。由此可见，企业与网络成员的联系决定了企业在网络中拥有的异质性资源数量，从而促进企业进行创新投入以支撑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创新的动态能力来源于内部知识和外部信息的综合作用，而这样的综合作用来源于企业所构建的网络联系。因此，网络关系数量通过多样化的资源和知识来影响企业研发决策。
本文参照谢永平[11]的研究，以企业与网络内其他成员直接联系的稳定程度来衡量网络关系质量的好坏。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是否稳定直接影响着企业对隐性知识的获取、知识整合以及知识共享的效果。当企业与网络范围内其他企业的沟通及交易成本比较稳定时，企业则更容易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因而更有可能集中精力开展研发创新活动。有研究表明，企业与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质量影响了隐性技术知识获取的数量和质量[13]。企业与外部网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激发彼此更积极的合作态度以展开更高水平的合作，从而推动两者进行合作研发[14]。企业之间的长期稳定合作，形成资源互补模式和高度信任的合作氛围，促进合作企业的相互学习，形成合作创新以促进共同发展。KRATKE[15]的研究认为网络的稳定性通过影响合作主体间的知识获取和学习能力进而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而对单独创新的企业而言，其拥有的网络关系稳定性较差，获得的信息不对称，如果盲目进行研发创新，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导致研发投入沉没。
1.1.2  网络关系结构与研发投入
借鉴程跃[10]的研究，我们以网络中心度来衡量网络关系结构。网络中心度反映企业在网络中的相对位置，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能及时获得有价值的信息[16]，从而了解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因此能率先开展创新活动。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拥有对资源的获取和控制权力，能影响其他成员的网络活动[17]。中心度越高的企业，其在网络中的声誉和地位越高，同时解读和吸收能力越强，此类企业能够吸引其他企业主动寻求合作和传递信息，企业拥有最新创新信息和机会，企业的创新主导性也被激发，因此更容易提升研发投入水平。赵炎[18]的研究发现核心企业比非核心企业更快提升创新投入。因为网络合作过程中企业间信任度加强导致信息共享程度加强，从而导致网络中心企业的控制优势显露，核心企业相比非核心企业率先获得隐性知识，因此率先加强研发投入以开展创新活动。
1.2  知识搜索与研发投入
知识搜索是指企业通过外部联系识别、查找创新活动所需的知识的过程。知识搜索活动能促进企业对创新信息的获取以应对R&D活动中的不确定性[19]。王核成基于网络功能对创新网络进行划分，将企业拥有的网络联系划分为供应链网络和研发网络[20]。供应链网络是指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同行、销售商等形成的网络联系，本文界定该网络为本地网络，在该网络的知识搜索行为为本地搜索；研发网络是指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形成的网络联系，本文界定该网络为跨界网络，对应知识搜索行为为跨界搜索。参照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搜索策略可划分为搜索深度和搜索广度。搜索深度是指企业对现有搜索渠道的深入搜索程度，搜索广度是指企业探寻更多搜索渠道以获得广泛的知识。为有效开展知识搜索以实现企业的创新目标，企业需要合理选择搜索范围和搜索策略。
多数企业具有本地搜索倾向，因为本地搜索成本相对更低，侧重市场化的知识[21]，企业更易理解和整合这些知识[22]，但是，如果企业仅限于本地搜索，搜索到的更多是企业已经熟知的知识，企业难以跟上外界环境的变化，因此可能导致短视的创新活动，不利于长期创新活动的开展；跨界搜索能克服本地搜索的局限性，帮助企业把握基础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及时更新知识库。企业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高质量的社会网络关系，搜索到最新的隐性知识和技术，并能吸收利用[23]，率先进行研发创新，然而，跨界搜索存在知识整合难度大和搜索成本高的问题[24]。
搜索广度和搜索深度也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搜索广度注重企业外部知识来源和搜索渠道的多样性、新颖性，为企业开展产品研发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16]，因此，从创新动力源泉的角度来看，搜索广度能够驱动企业创新。然而，知识搜索需要耗费企业的成本，当企业在多个业务领域开展创新搜索可能会导致企业现有资源分配不合理[25]，且多元化的知识可能与现有业务领域差距较大[26]，无法快速得到运用，为了能“消化”这些新知识，企业需要建立新的沟通渠道和开发新的技术来利用这些知识，因此企业花费了更多成本而抵消广度搜索带来的利益；搜索深度注重在现有业务领域进行深入的搜索及利用，涉及现有技术、知识的改进与重组。当企业与其他网络成员联系频繁且稳定时，适合开展深度搜索，深度搜索得到隐性知识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27]，因此，企业趋于抢先进行研发以提高自身竞争优势。但是，深度搜索往往难以摆脱“技术困境”[26]，由于企业仅限定于现有业务领域的技术改造，从而无法开展广泛的研发活动。综上可见，搜索广度与搜索深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并非简单的促进或者抑制，需要结合其他因素开展多个要素的组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1.3  网络成员关系与知识搜索的交互作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网络成员间关系、知识搜索都对企业研发投入单独存在作用，然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交互作用，因此，这种交互作用下两个变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基于不同网络类型和不同的维度存在着复杂的影响。
1.3.1  网络关系特征与知识搜索
网络关系数量影响知识搜索的广度，网络关系质量影响知识搜索的深度。多种网络联系能为企业的知识搜索增加渠道，帮助企业获得新知识，从而激发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由此可能加大研发投入；相反地，如果企业仅建立少数不稳定的网络联系，得到较多相似性知识，企业无法拓展自身知识基础却还要花费成本来维持这样的联系，就可能不进行创新投入；当企业与其他成员维持稳定的网络联系，这有利于隐性知识的搜索，也就是说网络关系质量越好，企业越能深入搜索到原有网络中其他主体基于竞争保护意识而不愿共享的知识。
1.3.2  网络关系结构与知识搜索
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具有好的声望和权力，在吸引网络中的边缘企业合作的同时还控制着网络中的创新方向。具有最新最准确信息的核心企业能很快识别出所需的技术知识和创新条件，因此能根据自身需求确定知识搜索的范围和策略。核心企业获取网络中的显性知识并通过控制网络中知识的流动，从而影响了其他成员的网络行为。然而在网络中心度较低的网络中，各个企业具有平等地位，知识交流可能同质化，从而各个企业可能不愿意开展知识搜索行动。以此来看，核心企业的出现会激发整个网络的创新活力，其所拥有的网络联系也会越来越多，因此核心位置企业总是比边缘位置企业具有创新的先导性。
综上所述，网络关系特征、网络关系结构和知识搜索三者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企业研发投入。

2  样本和信度效度检验

2.1  研究样本
本文选择福清光电产业、泉州微波通讯信息产业、福州青口汽车产业这三大福建省制造业产业集群网络进行问卷调查，将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界定为本地网络联系，集群内的企业与集群外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的网络联系界定为跨界网络联系。
研究对象企业一般是具备产品、工艺创新能力，因此，量表发放对象为企业技术资深人员和研发部门主管，问卷主要通过联合地方科技局、管委会来发放。本研究共发放180份问卷，回收120份问卷，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问卷，最终有效问卷数为74份，有效回收率为41%。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主要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收集企业的网络关系特征。主要测量与企业存在直接业务往来的两种类型网络成员数量以及每年业务往来的稳定程度，以此我们获得本地网络和跨界网络关系数量、关系质量方面的数据。第二部分收集企业的网络关系结构和知识搜索方面的情况，用企业知名度等来衡量网络中心度，知识搜索包括企业在本地网络和跨界网络中的搜索对象和搜索策略方面的情况。第三部分收集企业研发创新的意向和研发投入情况。研发意向以企业管理者创新偏好来度量，研发投入包括企业在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资金投入等方面的信息。
2.2  变量测量与模糊集校准
本研究的变量为网络关系数量与质量、网络中心性、跨界搜索、本地搜索、搜索深度、搜索广度与研发投入。考虑到管理者是否具有创新偏好将对企业的创新决策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纳入管理者创新偏好这一变量来划分企业类型，在后续的路径分析中将企业分为创新偏好型企业和低创新偏好型企业。本文的测量题项均参考国内外已经成熟并广泛使用的量表，在设计时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修改，本研究变量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1到5表示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的程度。
2.2.1  网络关系特征与网络关系结构
参照程跃[10]和吴枫韵[28]的研究，用网络关系数量和网络关系质量来描述企业网络关系特征，用网络中心度表示网络关系结构。测量题项参考Tiwana[29]的量表，用“企业过去3年在研发创新时与本地网络主体和跨界网络主体存在业务往来的数量和稳定程度”来度量网络关系数量（BGXSL、KGXSL）与关系质量（BGXZL、KGXZL）。参考Bonacich[30]和戴勇[31]的量表，用技术交流愿望（WLZXD1）、企业的知名度（WLZXD2）、研发目标一致性程度（WLZXD3）来测量网络中心度。通过计算均值以衡量网络关系和网络中心度，规定“1”为完全不隶属成员，“3”为半隶属成员，“5”为安全隶属成员，通过fsQCA3.0将数据转换为模糊隶属值。
2.2.2  知识搜索对象与策略
本地搜索和跨界搜索量表主要参照Laursen和Salter[32]、Wu[33]的研究，并做了实际修改，跨界搜索从企业购买新设备（KJSS1）、招聘新员工（KJSS2）和从高校科研中介机构等获得技术知识（KJSS3）三个方面来测量，本地搜索从企业从供应链上下游（BDSS1）、同行（BDSS2）、集群内部非正式知识交流（BDSS3）来测量。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将知识搜索策略分为搜索深度与搜索广度。搜索深度反映了企业对现存知识的使用程度，搜索广度代表企业对新知识的获取程度。在本问卷中以企业与供应链网络和研发网络内其他主体进行知识交流的强度来衡量搜索深度（SSSD1～SSSD4），以企业能从企业主体获得新技术、开发技能来衡量搜索广度（SSGD1～SSGD4）。通过计算均值以衡量跨界搜索、本地搜索、搜索深度和搜索广度，规定“1”为完全不隶属成员，“3”为半隶属成员，“5”为安全隶属成员，通过fsQCA3.0将数据转换为模糊隶属值。
2.2.3  管理者创新偏好与研发投入
以管理层激励创新和创新的决策力来衡量管理者的创新偏好（CXPH1～CXPH3）。对于研发投入，本文从企业是否拥有研发机构（YFTR1）、研发人员占企业员工人数的比重（YFTR2）、企业过去3年研发资金成本投入平均值（YFTR3）来测量企业的研发投入。通过计算均值以衡量管理者创新偏好和研发投入，规定“1”为完全不隶属成员，“3”为半隶属成员，“5”为安全隶属成员，通过fsQCA3.0将数据转换为模糊隶属值。
2.3  信度与效度分析
为了确保问卷测量所得结果的内部一致性，采用Cronbach’s α检验变量的信度。利用软件SPSS18.0对变量的各个维度进行效度测量，其结果见表1，本研究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值均大于0.5，表明所采用的理论结构变量在所采用的样本数据中基本表现出一致性，因此各变量的信度符合可靠性要求。
在此基础上，采用LISREL软件对各个变量观测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其KMO值为0.883，巴特莱特球体相伴概率为0.000，满足因子分析条件，得到所有变量的因子载荷系数见表１，可以看到，所有变量的因子载荷系数都大于0.8，表明本研究具有良好的效度。


表1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研究变量
	观测变量
	因子载荷
	Cronbach'α
	研究变量
	观测变量
	因子载荷
	Cronbach'α

	
本地网络
关系数量
	BGXSL1
	0.881
	0.904
	
本地网络
关系质量
	BGXZL1
	0.913
	0.916

	
	BGXSL2
	0.892
	
	
	BGXZL2
	0.886
	

	
	BGXSL3
	0.882
	
	
	BGXZL3
	0.858
	

	
	BGXSL4
	0.870
	
	
	BGXZL4
	0.929
	

	
跨界网络
关系数量
	KGXSL1
	0.884
	0.883
	
跨界网络
关系质量
	KGXZL1
	0.919
	0.928

	
	KGXSL2
	0.887
	
	
	KGXZL2
	0.919
	

	
	KGXSL3
	0.845
	
	
	KGXZL3
	0.851
	

	
	KGXSL4
	0.833
	
	
	KGXZL4
	0.937
	

	网络
中心度
	WLZXD1
	0.915
	0.873
	
	
	
	

	
	WLZXD2
	0.928
	
	
	
	
	

	
	WLZXD3
	0.922
	
	
	
	
	

	
跨界搜索
	KJSS1
	0.904
	0.870
	
本地搜索
	BDSS1
	0.869
	0.862

	
	KJSS2
	0.893
	
	
	BDSS2
	0.915
	

	
	KJSS3
	0.880
	
	
	BDSS3
	0.880
	

	
搜索深度
	SSSD1
	0.902
	0.923
	
搜索广度
	SSGD1
	0.939
	0.945

	
	SSSD2
	0.944
	
	
	SSGD2
	0.968
	

	
	SSSD3
	0.842
	
	
	SSGD3
	0.904
	

	
	SSSD4
	0.931
	
	
	SSGD4
	0.895
	

	
创新偏好
	CXPH1
	0.855
	0.806
	
研发投入
	YFTR1
	0.900
	0.851

	
	CXPH2
	0.860
	
	
	YFTR2
	0.888
	

	
	CXPH3
	0.838
	
	
	YFTR3
	0.865
	





2.4  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较多的成果，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识别出了哪些变量能显著影响研发投入、这些因素的影响是直接还是间接，多数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计量经济学模型等传统研究方法得出某个变量对R&D 投入影响的程度。虽然有研究发现某些变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具有完全独立性，如中介作用表明自变量能通过中介变量影响研发投入，而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也存在直接相关关系，然而，鲜有学者研究变量之间的组合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发现变量之间的组合路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据此找出网络嵌入下促进企业提升研发投入的路径。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优于传统方法之处：第一，不需要大量研究对象的数据，而最少只需要十几个小样本数据就可以建立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除了能找出多条路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可以通过一致性分数和覆盖率来比较多条路径的优劣性差异，从而为某个研究对象提供更优的理论路径。虽然该方法最早使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然而近年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管理学领域应用越来越广，国内也有部分学者使用该方法研究企业绩效问题，因为该方法能有效识别导致某个特定研究结果的多种变量组合的复杂情况，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寻找企业提升研发投入的路径，因此该方法适合用来研究本文的主题。

3  数据分析过程

第一步，软件构建真值表将因果条件组合与案例数、隶属度分数一一对应。第二步，案例在条件组合的隶属度大于0.5的情况在真值表中出现，设置阈值以筛选与结果相关的组合，通常设置的阈值为0.8，为了筛选到更严格符合的条件组合，本文设置的一致性阈值为0.9。第三步，按照标准分析（Standard  analysis）程序将得出三种方案：复杂方案、简约方案和中间方案。简约方案反映结果变量的核心条件变量，中间方案反映结果变量的辅助条件变量，因此本文在分析时结合简约方案与中间方案。

4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见表2）

4.1  低创新偏好型企业构型H
构型H表明本地网络关系质量、网络中心度、本地搜索、搜索深度是共同促进低创新偏好型企业提升研发投入的充分条件。低创新偏好型企业主动创新意识较差，大多时候不会主动联系学研机构开展研发合作，其创新行为主要受到本地网络成员的影响。当企业与本地网络内其他企业建立稳定的网络联系并且企业在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此类企业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并且能控制资源和信息流向，企业深入搜索本地网络的新知识只需花费较少的成本，因此，这种组合条件下低创新偏好型企业易于加大研发投入以适应市场的竞争。
构型H1表明跨界网络关系数量在构型中以辅助条件存在，这说明对低创新偏好型企业而言，在本地网络关系质量、网络中心度和本地搜索深度三个条件都存在时，企业与跨界网络成员保持多重联系也能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这个结论也验证了Raymond[23]的观点，即企业通过跨界搜索来获取环境中的动态信息、增加企业资源的丰富度来驱动创新，从而影响企业做出创新投入的决策。
构型H2表明跨界网络关系数量和关系质量、搜索广度作为辅助条件存在。与构型H1相比，增加了跨界网络关系质量和搜索广度，原生覆盖率增加了10%，这说明低创新偏好型企业在跨界网络内保持多重联系，具有较好的跨界网络关系质量以及能够利用内外部网络广泛搜集创新信息时，企业能更好地作出创新决策，并且以这种构型驱动创新的企业数量比构型H1增加了10%。
综上，要促进低创新偏好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主要需要改善本地网络环境，通过加强本地网络关系质量、提升企业在网络的中心度以及构建有利于本地搜索的平台、帮助企业提升搜索深度等措施促进企业研发。此外，引导该类企业与学研机构建立跨界网络联系也能促进企业研发。
4.2  创新偏好型企业构型L
构型L说明跨界网络关系数量、网络中心度、跨界搜索是共同促进创新偏好型企业提升研发投入的充分条件。当创新偏好型企业在跨界网络内拥有多网络关系数量并在整体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企业通过跨界搜索能够避免本地搜索资源的重复性和刚性，保持对环境动荡变化的敏感性，及时把握市场动态，并做出创新决策。
构型L1表明本地网络关系数量与质量、本地搜索和搜索深度都以辅助因果条件存在，这种路径的覆盖率高达40%，说明超过40%的企业在跨界搜索的同时，仍然保持本地搜索。本地知识搜索是企业通过供应商、客户、同行企业、销售商等快速地获得创新知识和信息的搜索方式。在构型L1中创新偏好型企业拥有本地网络内的高质量关系是促进这类企业进行本地搜索的推动力。本地搜索也以低成本和目标导向性强、知识易整合的特点对创新活动的开展产生影响。在本地网络内进行深度搜索能克服跨界搜索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广度搜索花费较少的成本，而且易于将新知识整合进企业自身知识库，这也是大多数企业更倾向采取深度搜索策略的原因。因此，对于创新偏好型企业而言，在本地网络内的深度搜索也是激发企业开展创新的动力。然而，如果没有紧密的网络联系，企业则难以与其他成员建立信任关系，而且由于技术知识具有高度缄默性，以及技术知识所有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即使企业在跨界网络中拥有广泛的网络联系，企业也难以搜索到大量技术知识，因此，广度搜索在这种路径下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创新偏好型企业通过跨界搜索带来知识的新颖性、可预测性和本地搜索带来知识的易整合性、低成本性来促进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从而驱动企业的研发投入。
构型L2表明本地网络关系数量和跨界网络关系质量、本地搜索和搜索广度都以辅助因果条件存在。创新偏好型企业虽然以跨界搜索为主，但本地搜索的优越性也能使企业获得丰富的知识源，在本地网络内企业仅与少数企业保持稳定联系仅使企业获取少量隐性知识，而与大多数企业建立的弱联结关系更能帮助企业搜索到本地网络内广泛的新颖知识。当企业与跨界网络成员建立多种稳定的网络联系后，可以搜索到可靠的技术知识，而创新偏好型企业往往不满足于单一的业务发展，需要广度搜索多种新技术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因此这时企业更需要提升研发投入以抢占市场份额。由此可见，在构型2中，当创新偏好型企业兼顾跨界搜索和本地搜索，企业更要加大研发投入，这种路径的一致性分数显示，超过50%的企业是这样做的。
4.3  创新偏好型企业构型M
构型M表明网络中心度和跨界搜索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本地网络关系数量和质量、跨界网络关系质量、搜索深度和搜索广度以辅助因果条件存在。这种路径下企业仅进行跨界搜索，拥有稳定的研发网络关系能帮助企业进行深度搜索和广度搜索。覆盖率为39%说明以这种路径提升研发投入的企业数量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不如构型L1和L2中的企业数量，所以理论上企业可以注重跨界搜索深度和搜索广度，但是由于知识搜索的复杂性导致大多数企业实际上仅偏重深度搜索和广度搜索的一种，正如构型L1和L2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虽在本地网络内建立了大量的稳定性联系，但不开展本地知识搜索，这可能是企业对熟悉的业务领域已经非常了解，本地搜索导致企业研发创新缺乏新元素，企业容易陷入“研发瓶颈”。因此这种路径下，企业主要是通过跨界搜索同时注重搜索广度和深度以获得技术知识的多样性和隐蔽性来避免竞争对手的模仿，以此抢先进行研发活动从而在市场上抢占先机。
表2 促进研发投入提升的路径
	前因变量
	研发投入

	
	构型H1
	构型H2
	构型L1
	构型L2
	构型M
	构型N

	本地网络关系数量
	×
	×
	•
	•
	•
	×

	跨界网络关系数量
	•
	•
	●
	●
	×
	×

	本地网络关系质量
	●
	●
	•
	×
	•
	×

	跨界网络关系质量
	×
	•
	×
	•
	•
	×

	网络中心性
	●
	●
	●
	●
	●
	•

	跨界搜索
	×
	×
	●
	●
	●
	×

	本地搜索
	●
	●
	•
	•
	×
	×

	搜索深度
	●
	●
	•
	×
	•
	×

	搜索广度
	×
	•
	×
	•
	•
	×

	创新偏好
	×
	×
	•
	•
	•
	×

	Consistency
	0.95
	0.94
	0.91
	0.93
	0.97
	0.93

	Raw coverage
	0.40
	0.50
	0.42
	0.52
	0.39
	0.29

	Unique coverage
	0.02
	0.06
	0.01
	0.07
	0.01
	0.00

	Solution coverage
	0.68

	Solution consistency
	0.87


                          ●表示核心因果条件存在，•表示辅助因果条件存在，×表示辅助因果条件不存在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发现
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网络嵌入、知识搜索方式和搜索策略影响企业提升研发投入的路径，分析了创新偏好型企业和低创新偏好型企业在提升研发投入上的路径差异，发现促进低创新偏好型企业提升研发投入的2条路径和促进创新偏好型企业提升研发投入的3条路径。
以创新偏好作为核心因果条件将路径分为低创新偏好的构型H和创新偏好的构型L、M，本文发现三组路径存在显著差异：1.构型H中本地网络关系质量、网络中心性、本地搜索、搜索深度作为共同促进研发投入提高的充分条件组合。构型H1在跨界网络关系数量的辅助下，不考虑本地网络关系数量、跨界网络关系质量、跨界搜索和搜索广度。构型H2在跨界网络关系数量和质量、搜索广度的辅助下，不考虑本地网络关系数量和跨界搜索。2.构型L中跨界网络关系数量、网络中心性、跨界搜索作为共同促进研发投入提高的充分条件组合。构型L1在本地网络关系数量和质量、本地搜索、搜索深度的辅助条件下，不考虑跨界网络关系质量和搜索广度。构型L2在本地网络关系数量和跨界网络关系质量、本地搜索、搜索广度的辅助条件下，不考虑本地网络关系质量和搜索深度。3.构型M在本地网络关系数量和质量和跨界网络关系质量、搜索广度和搜索深度的辅助条件下，不考虑跨界网络关系数量和本地搜索方式。
5.2  管理启示
（1）网络中心度是驱动低创新偏好和创新偏好型企业搜索知识并促进研发的共同核心因果条件。网络中心度正向影响企业知识搜索和竞争优势。因此，科技管理部门应注重引导和培养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在网络中的优势地位，集中力量发挥龙头企业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中的带动作用。
（2）低创新偏好型企业在网络中的联系主要以本地网络为主，倾向于在本地网络内进行深度搜索。这类企业由于财务、人力资源的限制和较弱的创新动机，往往选择与本地网络内其他企业建立稳定的联盟关系，这有助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11]。因此，政府部门应引导低创新偏好型企业构建和维持良好的网络联盟关系，通过发展行业联盟、倡导企业抱团发展等措施积极推进企业间对接合作，推动同一行业不同侧重或不同行业但产业相关的优势企业整合发展，鼓励行业联盟集中力量和资源开展行业内关联性技术创新和攻坚。
（3）创新偏好型企业具有活跃的网络联系，主要侧重跨界搜索，同时辅以本地搜索获取创新资源。创新偏好型企业与学研机构、其他企业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关系，能够承担起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历史使命。因此，政府部门应完善政策法规体系、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积极引导产学研的合作，努力推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5.3研究展望
本研究仅以福建省的三大制造业产业集群为调研对象，未来的研究将考虑将调研对象范围扩展到其他省市及其他产业以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其次，企业研发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本研究主要关注网络视角下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事实上，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如环境动荡性和行业竞争性等，本文的研究结论仅根据本次问卷样本观测结果得出，不能排除其它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路径存在的可能，在未来的研究中，将更广泛地收集数据，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1] 张振伟, 刘云. 软件与信息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研究 [J]. 科研管理，2017，38 (9): 52 -59.
[2] HICHEON KIM， HEECHUN KIM， PEGGY M LE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Slack and R&D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Korean Firms [J].Organ-ization Science, 2008, 19 (3): 404 -418.
[3] CZARNITZKI D, KRAFT K. Capital c-ontrol, debt financing and innov-ative activity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9, 71 (2): 372 -383.
[4] BLOCK J H. R&D investments in fa-mily and founder firms: An agency perspective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2, 27 (2): 248 -265.
[5] 袁东任, 汪炜. 信息披露与企业研发投入 [J]. 科研管理, 2015, 36 (11): 80 -88. 
[6] BROWN J R, FAZZARI S M, Petersen B C. Financing Innovation and Gr-owth: Cash Flow, External Equity, and the 1990s R&D Boom [J].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4 (1): 151 -185.
[7] LI E Y, LIAO C H, Yen H R. Co-au-thorship networks and research i-mpact: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J]. Research Policy, 2013, 42 (9): 1515 -1530.
[8] 李丹蒙, 王俊秋, 张裕恒. 关系网络、产权性质与研发投入 [J]. 科研管理, 2017, 38 (8): 75 -82.
[9] 潘秋玥, 魏江, 黄学. 研发网络节点关系嵌入二元拓展,资源整合与创新能力提升: 鸿雁电器1981-2013年纵向案例研究 [J]. 管理工程学报, 2016, 30 (1): 19 -25.
[10] 程跃.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关系对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以生物制药产业为例 [J]. 技术经济, 2017, 36 (7): 22 -28.
[11] 谢永平, 王晶. 技术不确定环境下联盟关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7, 38 (5): 60 -71.
[12] 熊捷, 孙道银. 企业社会资本、技术知识获取与产品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J]. 管理评论, 2017, 29 (5): 23 -39.
[13] 杨隽萍, 彭学兵, 廖亭亭. 网络异质性、知识异质性与新创企业创新 [J]. 情报科学, 2015 (4): 40 -45.
[14] CARMONA-LAVADO A, CUEVAS-RODRIGUEZ G, CABELLO-MEDINA C.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capital: Bui-lding the context for innovatio-n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0, 39 (4): 681 -690.
[15] KRATKE. Regional Knowledge neiw-orks. A Network Analysis Approa-ch to the Interlinking of Knowl-edge Resources [J]. 2010.
[16] SHROPSHIRE C. The role of the i-nterlocking director and board  receptivity in the diffusion of practic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0, 35 (2): 246 -264. 
[17] LIN Z, YANG H, ARYA B. Alliance Partners and Firm Performance:  Resource Complementarity and St-atus Associ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30 (9): 921 -940.
[18] 赵炎, 王燕妮. 越强越狭隘?企业间联盟创新网络的证据——基于资源特征与结构特征的视角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7, 38 (5): 117 -127.
[19] GUO B, WANG Y, XIE X Y, et al.  Search more deeply or search mo-re broadly? An empirical study  of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st-rategy in manufacturing SMEs [J]. 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15, 23 (1): 87 -106.
[20] 王核成, 裘懿, 帅杏霞. 双重关系嵌入对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搜索策略的中介效应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 33 (24): 88 -93.
[21] PATEL P C, FERNHABER S A, MCDOUGALL-COVIN P P, et al. Beating c-ompetitors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e value of geographical-ly balanced networks for innov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35 (5): 691 -711.
[22] FUNK R. Making the most of where you are [J]. 2014.
[bookmark: _GoBack][23] RAYMOND VAN WIJK, JUSTIN J.P. JANSEN, FRANS A.J. VAN DEN BOSCH, et al. How firms shape knowledge to explore and exploit: a study of knowledge flows, knowledge  stocks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cross units [J].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2012, 24 (9): 929 -950.
[24] KNOBEN J, OERLEMANS L A G. Proximity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0, 8 (2): 71 -89.
[25] CORRADINI C, PROPRIS L D. Beyond local search: Bridging platfor-ms and inter-sectoral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J]. Research  Policy, 2017, 46 (1): 196 -206. 
[26] ZHANG C. How open search strate-gies align with firms’ radical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2014, 26 (7): 781 -795.
[27] RAYMOND VAN WIJK, JUSTIN J.P. JANSEN, FRANS A.J. VAN DEN BOSCH, et al. How firms shape knowledge to explore and exploit: a study of knowledge flows, knowledge  stocks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cross units [J].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2012, 24 (9): 929 -950.
[28] 吴枫韵, 陈国宏, 蔡猷花. 产业集群网络、知识整合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C]// 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 2011.
[29] TIWANA A. Do bridging ties comp-lement strong ties?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alliance ambide-xterit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29 (3): 251 -272.
[30] BONACICH P. Power and centrality: a family of measures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 (92): 1170 -1182.
[31] 戴勇, 朱桂龙, 刘荣芳. 集群网络结构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研究:吸收能力是中介变量吗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 (9).
[32] KELD LAURSEN, AMMON SALTER. Open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27 (2): 131 -150.
[33] WU J, WU Z.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search and produ-ct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chnology boundary span-ning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4, 23 (3): 542 -551.

作者简介:蔡猷花（1977-），女，福建松溪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创新管理、知识管理；池香君（1993-），通信作者，女，福建莆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创新管理、知识管理。
